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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田野调查后发现，继香港之后中国内地现代足球由英国军队带入鼓浪屿。 对中国内地

现代足球的传入时间、地点、发展历程进行调研考证。 研究发现：（１）西方现代足球是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由英军入侵后

作为军事体育带入鼓浪屿；（２）军事侵略、文化渗透、经济扩张是西方现代足球传入的历史背景；（３）第一片专业足球

场和教会学校的修建是现代足球文化在鼓浪屿的传播条件；（４）军事体育、教会学校、足球比赛、侨民生活习惯是现代

足球文化在鼓浪屿的传播途径；（５）鼓浪屿足球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西方现代足球文化的本土化演变、功能转型、历
史传承与发展创新三个阶段；（６）从校园足球、职业足球、足球文化遗产等方面对鼓浪屿足球文化的社会影响和评价

进行总结。 鼓浪屿足球文化的深耕研究，对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现代体育的本土化演进、传播和发展路径有较为重要

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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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１５ 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

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确立了我国古代足球在

世界足球中的地位。 关于我国现代足球起源的说法

不一，在麻雪田教授编著的《世界足球大典》及中国

足协编著的《中国足球运动史》中，均记载了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足球运动随英军进

入中国，香港已成为无可争议的足球传入我国最早的

地区。［１ － ２］然而我国内地现代足球起源地的说法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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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梅州五华元坑中书院说、天津养正书院（新学书

院）说、上海圣约翰书院说、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说，
四说争论，各有渊源。 笔者通过在广东省图书馆、广
东梅州市博物馆、五华县博物馆、天津市图书馆、天津

市河西区图书馆、上海市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鼓浪屿申遗博物馆、厦门图书馆、以及厦门二中足球

荣誉室等地方，找到了许多关于“四说”起源的相关

资料及开展足球运动的照片。 本研究以我国内地现

代足球传入、传播与发展为脉络，进行梳理研究，以期

为研究近代西方现代体育本土化的演进和发展规律

提供借鉴。

１　 我国内地现代足球的传入

“四说”是以广州、天津 、上海、厦门四地书院创

办开设足球运动为线索，对传入时间及传入方式的描

述。 在“四说”中，宣传和讨论最热的便是广东梅州

五华元坑中书院说。 在梅州市五华县 １９４７ 年出版的

《五华县志》中有所记载：１８７３ 年德国传教士毕安

（Ｐｉｔｏ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ｈ． 法国人，巴色会传教士）、边德志

（Ｂｅｎｄｅｒ，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德国人，巴色会传教士）在长布镇

元坑教会创办元坑中书院［３］，并在其院内设置足球

场，教学生踢足球，并在 １９１４ 年的梅县乐育中学建立

梅州地区早期的足球队。［４］２０１１ 年广州日报记者根

据调研，提出梅州五华元坑中书院为我国大陆现代足

球的起源地，仍需佐证，而且出生和成长在香港的亚

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便是广东梅州五华县，为广东梅

州五华说的成立增加辅材。 而天津养正书院（新学

书院）是 １８６４ 年伦敦会传教士乔纳森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Ｌｅｅｓ、艾约瑟 Ｅｄｋｉｎｓ 等人在天津创立养正学堂，后由

爱好足球的英籍教师在学校师生中推广足球运动，办
学和传播范围较小。 １８９８ 年，美国足球明星、北美传

教士格林来津担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要求养正学

堂等教学学校重视足球运动。 崔景波在 １９９５ 年撰写

的《足球在天津》中记录天津最早的足球队是 １９０２
年新学书院的足球队，被称为“辫子足球队”。 在“辫
子足球”精神的鼓舞下，新学书院也走出了天津第一

批华人足球明星，比如丁煦春和袁庆祥。［５］ 而上海圣

约翰书院是 １８７９ 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

（Ｓａｍｕｅｌ Ｉｓａａｃ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ｃｈｅｒｅｓｃｈｅｗｓｋｙ）将原来的两所

圣公会学校培雅书院和度恩书院合并而成。 在圣约

翰大学的学校校历中记载：１８９０ 年 ５ 月，该书院在田

径场上首度举办运动会，此时足球已被列入竞赛项

目，这应该是圣约翰书院有记载的最早的足球运动开

展。［６］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书院成立了上海第一

支全都是中国面孔的足球队，由外籍教师兼任教练，
被人称为“圣约翰辫子军”。［７］

目前关于西方现代足球的记忆和记录相对完整、
推测时间较早的是厦门鼓浪屿英华书院说。 １８４１ 年

９ 月 ５ 日鼓浪屿沦陷，英帝国主义将其作为英国本土

与中国内地殖民统治的衔接点，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

进岛修建领事馆及体育俱乐部。［８］１８７２ 年前，美国领

事李仙得修建了鼓浪屿第一片球场“番仔球埔”，是
现今有证可寻的较早的足球场［９］，每当有英国舰队

停靠厦门时，在厦的英国人就会邀请舰队上的士兵在

“番仔球埔”进行足球比赛。［１０］ 新加坡国立达大学亚

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陈煜女士在《鼓浪屿番仔球

埔的前世今生》中这样描述：１９７２ 年后，中华路两侧

上映着有趣的画面，洋人不能理解对面兴贤宫庙里中

国人在烟火缭绕中祈求安康，而中国人则笑话对面

“番仔球埔”里洋人追着小球乱跑，两种不同的文明

各自演绎着对生命的理解。［１１］ 这充分印证了鼓浪屿

足球运动早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前就已经存在。 基

督教英国伦敦公会传教士山雅各在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创办

英华书院（又称“中西学堂”），开设足球活动，并成立

学校足球队。 而且美国学者 ＪＤ·琼格的英文原著

《归正教会在中国》记载：“１８９８ 年看到我们英华的孩

子踢球，他们踢球的时候往往鞋子比球还高”。［１２］ 这

是有记载的西方足球运动在我国相对完整的足球传

播链条。 因此，本研究从鼓浪屿足球的传入入手，解
析鼓浪屿及厦门地区足球的发展，有助于理清西方现

代足球在我国内地的演进脉络、传播和发展历程。

２　 传入背景

２． １　 英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英国已进入工业时代，国家经

济高速发展，原材料供不应求。 为了扩大商品市场和

原料产地，加快了对东方第三世界的殖民侵略扩张，
特别在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中，获得了巨大的金银、矿
产、人力等资源，英国殖民当局迫切需要开发第二个

具有市场潜力的殖民地。 从 １８４０ 年开始，英国对华

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称为“通商战争”），派
出远征军侵华，占领我国多处港口和重要城市，在占

领区的营房中修建球场、开展训练比赛。［１３］ 林肯·阿

林森（Ｌｉｎｃｏｉｎ Ａｌｌｉｓｏｎ）的研究也指出：“１９ 世纪 ６０ 年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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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英国军队中都大力提倡体育运动和竞技比赛，它
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每个军事训练营乃至战场最前

线，以此帮助士兵更好地在军队中生活。” ［１４］因此，足
球运动在英国军队中的广泛普及，带动了殖民区足球

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现代体育运动在全世界的传播。
２． ２　 国外宗教的文化渗透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

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和国家文明高度

发展的标志。 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以宗教主义

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成为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一

种新形式，各国传教士在占领区和殖民区修建教堂、
教会学校，利用宗教渗透推广殖民主义思想、传播西

方文化。［１５］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扩张的延伸，是
对广大第二、第三世界的文化殖民。［１６］ 宗教将西方的

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植入民众思想，侵蚀中华民族精

神文化理念。 而体育文化是英国殖民文化的典型代

表和载体，在帝国主义殖民地进行推广，以此获得殖

民地的认同，维系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联系等。［１７］

因此，殖民地教会的传教和教会学校教育是推广体育

运动的主要方式，教会在传播西方文化和教育观念的

同时，将体育融入教育，主张“人的全面发展”以及

“自由教育理论”。［１８］ 通过教育体育运动的开展，培
养民众的平等观念，促进现代社会观念（包括标准、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形成与公民品质的塑造［１９］，有
助于缓解东西方文化冲突和建立文明社会。
２． ３　 殖民统治的经济扩张

工业革命以后，持续膨胀的生产能力已经使英国

生产过剩，只有不断寻求新的海外市场，才能满足工

业的快速发展、对生产原料的依赖以及对销售市场的

需求。［２０］英国在建立与执掌世界经济霸权的历程中，
逐渐改变殖民策略，不仅占领世界各地交通要道上的

战略要地，扩大势力范围，以此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将

殖民占领与贸易扩张结合起来，形成“自由贸易的帝

国主义”（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殖民统治新

模式。 这期间所有英国所征服与控制的实力范围，一
并被看作英国的“非正式帝国”，其实质是“如果可能

就采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以军事力量进行正式

的兼并” ［２１］，以更加高效与隐蔽的方式扩大英帝国主

义的版图。 商业贸易的联系有助于形成大批国外移

民和旅居，建立多样性的社区文化生活方式，而足球

运动是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区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

济扩张，在带动殖民移民的同时，也推动了西方现代

足球运动在殖民地的传播。

３　 传播条件概况

３． １　 修建我国第一片专业足球场地

工业革命后，以美英为代表的工业发达国家，对
体育文化内涵的认识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美国

在“西部拓荒”时期形成的自我价值观，注重“休闲运

动”，崇尚体育设施结合休闲运动，建设公共服务体

系，而社区体育中心的建设是美国推行体育公共服务

的基本措施。
军人出身的美国领事李仙得（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ｅ

Ｇｅｎｄｒｅ）根据与晚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永租

制”和“道契”等合约，为满足外国人对中国的土地权

的需求，按可“国向国租”或“民向民租”的规定，在
１８７０—１８７２ 年间向 ８ 位鼓浪屿居民租用通往田尾、
港仔后、日光岩的三岔口名为“鸡毛尾”的 ９ 块山地

田园的一片土地，擅自划界，围筑短墙，铺上草皮，辟
成球场，专供外国人使用，形成了面积约为 １ ６００ 平

的一大块绿地。 他还开展网球、足球、棒球、橄榄球

等，作为公共体育中心，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

统治者使用，形成鼓浪屿“番仔球埔”的雏形（今鼓浪

屿马约翰体育场）。［１１］为保障番仔球埔的公共服务用

途，他通过契约形式将场地的产权与管理权归属到美

国领事馆，作为鼓浪屿的“公共服务用地”，并规定

“此地产任何的转让、分租、租用、建造使用，都必须

获得美国领事的批准” ［１１］。 １９１０ 年后被英殖民者改

为专用足球场，被称为中国足球场地的“活化石”。
尽管它是西方殖民文化的产物，但它代表了西方外来

体育文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同时它开启了中国近代以

来体育公共服务理念［２２］，推动了西方足球运动在鼓

浪屿地区的发展，为我国社会足球的传播提供了

舞台。
３． ２　 开办西方教会学校

基督教是英帝国主义体系中思想交流的重要工

具，传教士被认为是文明的承载者、贸易的促进者、纪
律严明的帝国主义倡导者，更是殖民统治思想的传播

者。 鼓浪屿被英帝国主义占领后，基督教传教士成为

鼓浪屿思想文化的倡导者，他们在岛上传播教会文化

和殖民统治思想的同时，兴建教会学堂。 １８４４ 年伦

敦会在岛上修建第一所两用的教会学校 “福音小

学”，周一到周六作为小学，周日为教会礼拜用教堂，
以传宗送教为主；鼓浪屿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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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传教士办学的青睐之地，１８７６ 年归正教会在安

海路修建回澜圣道学院，传授大学课程，是厦门最早

的高等学府。 同年，英国长老会创办乌埭女学，是福

建省最早的女子学校；接着又先后创办田尾女学堂、
毓德小学、寻源斋、田尾妇女福音学堂（专收已婚妇

女）等。［２３］直到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英国归正教会传教士山

雅各创办英华书院（又称“中西学堂”），引入基督教

教会学校培养理念，开设西方课程的同时，开展足球

运动，缓解东西方文化冲突，传播服务于殖民政府的

西方文化，是鼓浪屿第一所开展足球运动的教会学

校。 １９１０ 年前，各教会在厦门地区发展小学 １３９ 所、
学生 ３ ２５８ 人，女子小学 １６ 所、学生 ２８２ 人，成人女

学 ５ 所、学生 ９５ 人，中学 ２ 所、学生 ２３９ 人，幼儿园 ３
所、园童 １４０ 人。［２４］教会学校的修建为西方文化的传

播积累了大量民众基础，为西方现代足球文化在鼓浪

屿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４　 传播途径

４． １　 军事体育的推动

英帝国主义殖民化早期阶段，在亚、非殖民地进

行的体育活动是殖民者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士兵经常

在殖民地进行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将体育和政府整

合在一起。 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登陆鼓浪屿后，通过军

队将体操、足球和板球等现代体育运动传播到殖民地

区，而且还通过军队这一媒介将体育运动传播到内陆

被占领的与英帝国主义有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主要港

口和城市。［２５］足球为英国军队中的生活带来了愉悦

的消遣，也避免他们离开军营，因而军官也将其作为

锻炼和执行纪律的一种手段，以此来提高士兵的战斗

潜力、精神能力和道德素质。 他们在公共空间修建体

育设施、训练场地和军事运动场，组建团队，组织士兵

比赛，还偶尔与岛上的外国人以及教会学校的学生进

行比赛。
另外，在英国足球文化迁徙过程中，军舰和远洋

航行为足球文化传播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技术支持。
英帝国主义占领鼓浪屿后，驻岛的“Ｈ２２”和“Ｈ６４”号
驱逐舰为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愉悦身心，每周与英华

书院学生进行足球交流比赛。［１２］ 而 １８８１ 年 １２ 月，英
国海军上将格兰·威廉伯爵率领的由 ４ 艘军舰组成

的分遣舰队抵厦访问，舰队抵达第二天，在厦英国人

放假一天，组织足球比赛活动，以示热烈欢迎。［２６］ 英

国舰队都有各自的足球队，每当有英国战舰停靠厦门

时，在厦英国人就会邀请战舰上的士兵进行足球比

赛，交流和切磋球技，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参与的人

群，形成足球文化被动参与型传播的重要途径。
４． ２　 教会学校的传播

教会是西方文化传播的推动者，西方文化在中国

的传播过程中，教会学校为了“宣传福音”，“造成耶

稣美德之基础”，开办幼儿园，设立小学堂，增开游戏

体育课［２７］，将“健全完备之身体”“其身常健适”放在

首位。 布朗在 １８４０ 年马礼逊学堂的办学报告书中也

曾写道：“这不仅是一个教会，而且是一个教育团体，
目的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２８］

１８８１ 年 １ 月，大英长老会和美国归正教会在田

尾创办“寻源斋” （后称寻源书院），校长美国归正教

传教士毕腓力自 １８９０ 年开始，将体格定为必修课程。
１９２５ 年“寻源斋”迁到漳州芝山，在山坡下建了足球

场、篮球场、排球场等，还聘请上海体专毕业的体育教

师执教，成为闽南地区开展专业性足球教学最早的学

校，推动了漳州及闽南地区现代足球文化的传播。［２９］

基督教伦敦公会牧师山雅谷于 １８９８ 年 ２ 月创办了英

华书院，继承了英式男童学校重视体育的传统，尤其

鼓励学生参加足球运动，创建了英华书院校足球队。
以年级为单位，分设虎、豹、狮、象四队，以白兰相间作

为球队制服颜色，每周三、周六下午课外体育活动时

间训练，学校中的足球爱好者组成跨班级的“健华”
和“协同”足球队［９］，组织班级与班级、球队与球队的

足球赛，并逐渐形成岛上具有本土居民健身娱乐特色

的名称“脚球”。 １９０４ 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奏定学堂章程》，收回教会学堂的教育权，鼓浪屿的

毓德、华侨等中学也相继开展足球课程，构建起鼓浪

屿早期校园足球传播、发展体系。 虽然“舶来品”的

足球运动是英殖民统治统治的工具，但在西学思想

下，逐渐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形成鼓浪屿早期校园

体育文化，对我国学校体育的西方体育启蒙和现代社

会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早期校园足球

发展的萌芽。
４． ３　 足球比赛的影响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初，足球运动已经在青少年

中得到普及，鼓浪屿足球传统也已形成［１０］，各类足球

比赛的开展对厦门及周边地区足球运动的普及和推

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１）国际赛事。 １９０８ 年美国

“大白舰队”（Ｇｒｅａｔ Ｗｈｉｔｅ Ｆｌｅｅｔ） ［９］ 到访中国，在鼓浪

屿“番仔球埔”举行了第一场中国的国际足球赛事，
吸引了大批的殖民者，厦门、鼓浪屿等地群众观看。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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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会比赛。 １９３２ 年，厦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市首

届足球赛，不仅有厦大、集美、英华足球队报名，还有

足球爱好者组成的球队参加，如建群、鹭光、老练

等［１０］，吸引了闽南地区大批足球爱好者和学校学生

参与及闽南地区观众的围观。 （３）校际交流比赛。
１９３７ 年夏，香港圣士书院师生访问英华书院，与英华

书院学生进行足球友谊赛，学校组织全校师生为学校

加油。 １９４２ 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厦门、鼓浪屿许多

足球运动爱好者纷纷返回漳泉一带，并于 １９４３ 年在

漳州举办“日兴杯”足球赛，参赛的球队有泉州培元

中学、漳州龙溪中学、寻源中学，推动漳泉一带中学和

社会足球运动的发展［１０］。 （４）业余足球比赛。 １９１０
年，鼓浪屿英华中学足球代表队正式组建，由洪显理

带队参加校外足球赛事［３０］，并多次参加全厦足球锦

标赛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１９３９ 年，李乐白担任英华

书院校长，每两周组织一次英国舰艇的水兵在厦门第

二中学初中部足球场与英华足球代表队进行友谊赛，
或到“番仔球埔”与在鼓浪屿的外国人组成的球队比

赛，每逢赛期的观众人山人海，盛极一时。 １９４７ 年，
由英华校友创办的厦门白马足球队和上海厦声足球

队进行表演赛，英华书院组织学生现场观看比赛，为
学校加油，建设校园足球文化。［３１］ 足球比赛的普及也

对鼓浪屿人的日常用语产生了影响，一些球场用语如

“ｏｕｔｓｉｄｅ”（出界）、“偷抓鸡”（越位）也会被用于日常

生活，显现出西方现代足球传统的文化魅力，逐渐形

成以比赛为平台，以文化建设为基础，推动西方现代

足球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４． ４　 生活习惯的形成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商人、军人等在驻留鼓浪

屿期间开展多种体育活动，感染和影响着岛内居民，
尤其是社区型公共体育理念的兴起，推动了岛内居民

对体育的认识与实践。 鼓浪屿公租界的确立和厦门

外向型的经济特征使得鼓浪屿迅速成为外国领事官

员、商人和传教士的聚居地。 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

化，以 １８７８ 年为例：鼓浪屿本地居民有 ２ ８３５ 人，外
国居民有 １９３ 人，其中 １３３ 人为英国人。 ［２９］美国归正

教会传教士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中有描述：“鼓浪屿

海滨有一座最好的娱乐场所，在那里，外国人打网球、
板球和曲棍球等，纵情娱乐和保健，这些被视作与吃

饭一样重要”。［３２］丰富的体育活动能够使他们感到虽

身在远东，却不无故乡之感，各种游戏、户外竞技性体

育活动成为英国侨民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殖民

者除了早期修建的后海滩跑马场外，还在鼓浪屿上修

建了专供外国人运动娱乐的游乐场（１８６８ 年）、壁球

馆（１８６８ 年）、番仔球埔（１８７２ 年）、厦门俱乐部（１８７４
年）、万国体育俱乐部（１８７６ 年，原名洋人俱乐部）等
体育场馆设施［９］，形成了多国融合的国际社区。 鼓

浪屿既是殖民者体育活动的场所，也是休闲娱乐场所

和社交场所，侨民通过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来达

到快速适应和融入当地侨民社区的目的，将西方现代

体育文化传播至每一个殖民统治区。

５　 近代足球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客观地构成了

现代体育文化的根基，体育发展的区域性论断说明：
“体育文化的发展不能依托拿来主义”。［３３］ 在鼓浪屿

足球的传入和传播过程中，伴随着西方殖民文化与本

土民族精神的冲突与融合，形成现代足球文化西方化

与民族精神本土化的博弈，充满了民族反抗与阶级斗

争，是足球文化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双向作用与互

动。［３４］想实现西方足球文化的本土化，就必须建立以

民众意识为基础、以民族精神为依托、以国家战略为

高度的多融性民族体育文化。
５． １　 西方足球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鼓浪屿足球运动是中华儿女争取平等的平台。
１８４０ 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占据鼓浪屿，订立

《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在岛上形成了无产阶级与

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大地主、大买办及官僚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受阶级统治的影响，在足球运

动中也形成了以阶级矛盾为基础的足球阶级。 而足

球运动本身存在对阵双方的归属性，创造了双方平等

对立的舞台，打破阶级统治下的等级对话机制，实现

中华民族在足球场中的阶级反抗与斗争，激发中华民

族反抗精神的勇气和信心，提升中华民族的民族

气节。
鼓浪屿足球运动是中华民族争取国际地位的踏

板。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晚清

政府，内有太平天国与捻军作乱的忧患，外有“西夷”吞
疆扰土的恶劣情境，面临“亡国” “亡天下”的民族危

机。［３５］为了国家复兴和民族发展，只有依靠政治、经
济、军事发展迅速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才能在

短时间内快速建立起伪政府的主权。 １９０８ 年清政府

邀请美国“大白舰队”（Ｇｒｅａｔ Ｗｈｉｔｅ Ｆｌｅｅｔ）到访中国，以
足球为媒介，搭建两国邦交，得到美国在政治、军事等

方面的支持［３６ － ３７］，并促成了美国在 １９１０ 年第二次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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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达成了中国体育史上第一场“政治足球”比赛，
建立了足球文化在晚清政府的上层认识。 鼓浪屿足球

对晚清政府政治局面的改变起到了推动作用，是西方

足球文化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关键点。
鼓浪屿足球运动体育健儿是激发民族斗志的催

化剂。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众多爱国人士追求民族

强大和体育平等，推动体育强国强民意识，崇尚“救
亡 －尚武 －体育”精神，改变国民孱弱体质。 王正廷

的“救国之道，经纬多端，而行健自强，体育为亟” ［３８］

的体育强国思想，激发了体育健儿投入抗战的斗志。
民族英雄陈镇和从小在英华书院接受西方教会

教育，接受英华精神和鼓浪屿足球文化的熏陶，成为

绿茵场上的“猛张飞”，代表中国参加第九届、第十届

远东运动会获得冠军；与球王李惠堂参加了在柏林举

办的第十一届奥运会 （中国足球队首次参加奥运

会），被称为“东方球王”，立志以热血捍卫中华民族。
在中央航校毕业典礼上，他慷慨道：“我当初是喜欢

踢足球，可是我现在却欢喜坐上飞机打鬼子，我更想

要把鬼子的头颅，当足球一样的踢”。［３９］ 他将足球意

志充分融入到中华儿女的热血中。 “球王”的英雄事

迹激励后辈牢记国耻，民族当自强，在此后的抗战中

涌现出众多敢于拼搏、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鼓浪屿

足球人（如林谋盛、林蕴山、苏元川等抗日名将），发
扬英雄气概，传承英华精神，将足球意志转化为民族

斗志，实现西方足球文化的本土化转变。
５． ２　 现代足球文化的功能转型

鼓浪屿足球是校园足球发展的开端。 １９４９ 年新

中国成立，百废待兴，鼓浪屿的政治、文化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 在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思想的引领下，体育文化由内向外武装民族精

神，转移到由外向内强化体质品质。 全岛范围兴起体

育发展的高潮，英华中学、怀仁中学、厦大校友中学等

学校纷纷组建校队，开设足球课。 １９５２ 年后英华书

院与毓德女子中学、怀仁女子中学、鼓浪屿区侨办中

学相继并入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以下简称厦门二

中，２００８ 年搬迁至厦门五缘湾学村），学校规模不断

扩大，鼓励传承英华精神和鼓浪屿足球文化的积淀，
设立班级队、年段队，分层分级组织比赛，足球发展成

为鼓浪屿学生最主要的体育运动，形成和建立了我国

校园足球雏形。
此时的足球运动在鼓浪屿已褪去了“洋外衣”，

不再是政府交流的平台，完全转变成了本土化的体育

运动项目，是人民群众强身健体、团队竞技的健身运

动。 岛上的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喜爱足球运动，构
建起鼓浪屿岛上以校园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群

众为传播媒介、以赛事为载体的全民健身结构体系。
鼓浪屿足球是民族意志的转型，是鼓浪屿人民族精神

的象征和体现，是我国第一代校园足球新征程的试

金石。
鼓浪屿足球是“举国体制”的试验田。 １９５３ 年国

家体育总局决定建立专职运动队机制，提高我国体育

运动的水平和成绩，维护民族的尊严，显示我国的政

治地位。 鼓浪屿足球虽然是西方“舶来品”，但在本

土化的发展过程中，已完全融入人们的生活和学习。
１９５７ 年厦门市体育局成立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招
募大批鼓浪屿籍足球运动员，并推荐入选省队，探索

竞技足球的发展道路。 １９８０ 年全国体育工作第三次

会议，形成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的培养理念有所改变［４０］，厦门市初步形成

了厦门业余体校、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优秀运动队

为基础的三级训练网。［４１］ 在原政协主席贾庆林任福

建省委书记时的倡导下，１９９６ 年以鼓浪屿籍球员为

班底，成立厦门足球俱乐部。 在 １９９９ 年闯进中国顶

级职业足球联赛，并在福建地区形成甲 Ａ 联赛的“竞
赛影响效应”和“球迷文化圈”等。 这增强和扩大了

鼓浪屿足球文化影响力，将鼓浪屿足球推向全国竞技

体育的顶端，是西方体育文化本土化后融合地域特

色，转型内地竞技体育的重要依据。
５． ３　 现代足球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发展创新

鼓浪屿足球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 ２１ 世

纪初始，党的十二大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

展，而文化是双文明发展的总和［９］，对文化遗产的保

护是一个国家双文明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２００８ 年

厦门市委根据《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

神，启动鼓浪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番仔球

埔”因其特殊的历史贡献，被作为申请文化遗产的核

心建筑，展示鼓浪屿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精神。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８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第 ４１ 届会议上，雅采克·普尔赫拉主席宣

布“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 列入 《世界遗产名

录》。 世遗大会的审议文件对鼓浪屿如此评价：“鼓
浪屿见证了清王朝晚期的中国在全球化早期浪潮冲

击下步入近代化的曲折历程，是全球化早期阶段多元

文化交流、碰撞与互鉴的典范，是具有突出文化多样

性和近代生活品质的国际社区。” ［４２］鼓浪屿申遗顾问

何丙仲称：“把洋人球埔（旧称番仔球埔）列为申遗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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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对鼓浪屿带来

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让足球运动深入鼓浪屿人的生

活，看球、评球、踢球俨然成为了鼓浪屿人的传统爱

好。” ［４３］“番仔球埔”作为鼓浪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悠久，在经历多国文化洗

礼的过程中，见证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它不仅是

中国现代足球从无到有，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体育

项目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者。
鼓浪屿足球是新时代体教改革的先行军。 鼓浪

屿足球的发展必须坚持传承与创新，深化体教融合的

新思路［４４］，才能促进校园足球与社会足球的融合发

展。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厦门市体育局、厦门市教育局、厦
门市财政局以及厦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联合下

发《关于〈厦门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校管理

实施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基地校管理办法》），
提出“市队校办”的青少年校园足球体教融合方针。
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与厦门二中、集美中学、厦门六

中连同厦门双十中学建立双向合作的“一体四教”联
合型足球人才培养模式，挂牌厦门市足球发展基地。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以“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发展为目标，组建成了一支有现代足球理念、竞赛

技能和战术水平的足球后备人才队伍，为“一体化设

计，一体化推进” ［４４］ 模式下的“体教融合”提供了新

思路。

６　 社会评价

西方现代足球文化在鼓浪屿的传播与发展已

１８０ 余年，对我国足球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与

崛起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主要变化体现在：（１）
鼓浪屿校园足球取得的成绩和社会评论。 （２）厦门

蓝狮职业足球俱乐部消失后在球迷心中仍有较大的

影响力。 （３）“番仔球埔”作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核

心要素的价值。
６． １　 鼓浪屿校园足球的兴盛

鼓浪屿校园足球的发展可以追朔到 １８９８ 年英华

书院的建校，从那时候开始开展足球运动，成立校队，
在与帝国主义足球运动的反抗与交流中成长发展。
民族英雄陈镇和便是英华书院走出的足球名将，树立

了近代体育人敢于反抗侵略、勇于同帝国主义斗争、
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奋斗的英雄精神。

本土化的鼓浪屿足球与时俱进，在快速转型中抓

住机遇与方向，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在教会学堂办学

的基础上，发挥西方文化教育特点，将足球作为学校

传统体育课程传承发展。 厦门二中传承鼓浪屿传统

文化与英华足球精神，是我国最早一批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多次与东南亚及周边省市足球队交

流学习，均取得不俗成绩。 该校在国内先后夺得 ３２
次获得厦门市足球赛冠军，２０１５ 年夺得全国中学生

足球锦标赛夺得亚军，２０１６ 年夺得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初中组冠军，２０１８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挑战赛（初中男子组）冠军［４５］，２０２１ 年首次获得中国

中学生足球协会杯高中男子甲组比赛亚军，被誉为我

国“东南沿海的足球蛟龙”。 学校以球育人、以学育

才，从绿茵场上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人物，从
“抗日航空英雄”陈镇和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卓仁禧、
中国工程院院士洪伯潜，再到国家青年队主力守门员

王介福，都是鼓浪屿校园足球场上的骁将，足球已植

根于每个厦门二中人的心中，构成英华书院 －厦门二

中最重要、最独特的校园文化印记。
６． ２　 厦门职业足球的黯殇

厦门足球俱乐部从 １９９６ 注册成立，仅经历了 １３
年，便在 ２００８ 年宣布解散。 它的存在虽然是短暂的，
但在建立之初，得到了时任福建省省委书记贾庆林的

倡议，由 １３ 名董事会成员组成股份制俱乐部，并由厦

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宋成仁任董事长，以原厦门市市

队为班底，其中半数厦门鼓浪屿籍足球运动员，组成

了第一届厦门足球俱乐部队员，建立三年冲击甲 Ａ
的目标。

１９９７ 年远华集团入资控股，更名为厦门远华足

球俱乐部，赖昌星出任董事长，开启了中国职业足球

的“金元政策”时代收购甲 Ｂ 球队佛山佛斯弟队，聘
请国家知名教练、购买国家队顶级优秀球员等。 １９９９
年实现了冲击甲 Ａ 的目标，时任主教练迟尚斌曾豪

言：“只要给我足够的钱，罗纳尔多也敢买”。 “厦门

远华案”后，厦门足球俱乐部先后得到多家公司入

股，曾用名厦门夏新、厦门红狮、厦门吉祥石狮、厦门

蓝狮。 在中国职业联赛 １２ 个赛季，先后参加了 ２ 次

乙级联赛、７ 次甲 Ｂ、３ 次甲 Ａ（表 １ 所示），带动了厦

门乃至福建闽南地区足球事业的快速发展。
厦门足球俱乐部退出职业足球联赛后，虽然

２０１１ 年出现的厦门骏豪足球俱乐部获得中甲联赛季

军，但是昙花一现，２０１２ 年便被河北永昌收购，此后

厦门乃至福建省再无甲级以上职业足球俱乐部。 福

建足球每被谈及，便被称为“中国职业足球的沙漠”。
厦门市原足球协会秘书长蔡笃信表示：“我也希望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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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有个职业队，能够让喜欢看球的球迷周末有去处，
我和球迷一样，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厦门职业

足球对厦门人的影响远不止一代人，在厦门街头巷尾

仍能听到“厦门蓝狮足球”的名字，并培养了吴昆盛、
黄世博等优秀职业运动员。 一位厦门足球爱好者利

用厦门蓝狮足球队在厦门人心中潜在的影响力，在厦

门工商管理局注册“厦门蓝狮足球俱乐部”，以吸引

厦门民众参加青少年业余足球培训，厦门人对“厦门

蓝狮”的认可程度可见一斑。 厦门没有职业足球队，
是厦门的遗憾，也是福建的遗憾，更是广大球迷的

遗憾。

表 １　 厦门足球俱乐部 １２ 个赛季数据统计表

赛季 级别 场次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 积分 名次

１９９６ 三级 总决赛八强

１９９７ 三级 分区复赛第四名

１９９８ 次级 ２２ ６ １０ ６ １９ ２４ － ５ ２８ ６

１９９９ 次级 ２２ １４ ４ ４ ３７ １９ １８ ４６ １

２０００ 顶级 ２６ ６ ５ １５ ２２ ４５ － ２３ ２３ １４

２００１ 次级 ２２ １０ ６ ６ ３９ ３５ ４ ３６ ６

２００２ 次级 ２２ １２ ８ ２ ３５ １３ ２２ ４４ １

２００３ 次级 ２６ ６ ７ １３ ２３ ２９ － ６ ２５ １２

２００４ 次级 ３２ １３ １４ ５ ３８ ２６ １２ ５３ ３

２００５ 次级 ２６ ２０ ４ ２ ６１ ２３ ３８ ６４ １

２００６ 顶级 ２８ ９ １１ ８ ２８ ２７ １ ３８ ８

２００７ 顶级 ２８ ４ ８ １６ ２２ ４６ － ２４ ２０ １５

３ 个 顶级 ８２ １９ ２４ ３９ ７２ １１８ － ４６ ８１

７ 个 次级 １７２ ８１ ５３ ３８ ２５２ １６９ ８３ ２９６

　 　 注：数据来源为搜狐体育———中国足球俱乐部。

６． ３　 足球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

２００８ 年鼓浪屿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工作，
马约翰体育场（旧称“洋人球埔” “番仔球埔”）被列

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遗产建筑之一，不仅仅因

为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更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时代

象征。
１８７２ 年美国领事李仙得修建“番仔球埔”作为外

国人在鼓浪屿体育运活动的“公共服务用地”，开启

了中国近代以来体育公共服务理念。［１０］ 这是鼓浪屿

国际社区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新加坡国立达大学

亚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院陈煜女士在《鼓浪屿番仔

球埔的前世今生》中描述了“番仔球埔”的意义：它不

仅代表了西方体育精神所体现的现代公共观念，更重

要的是它印证了厦门在中国近代中外关系中的特殊

地位。［１１］

鼓浪屿申遗顾问何丙仲称：“把洋人球埔列为申

遗的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对鼓浪

屿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番仔球埔”至今已有

１５０ 余年的历史，球场在硝烟战火中，多次易主，每一

次的改变，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道印记和文化

历史的承载：（１）美控时期（１８７０—１９０３）———公共服

务体系的开启；（２）英殖时期（１９０３—１９３８）———阶级

统治的工具；（３）日据时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５）———独裁统

治的象征；（４）国统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形同虚设

的“政权”；（５）新中国发展时期（１９４９—２００８）———全

民健 身 的 场 所； （ ６ ） 双 文 明 建 设 时 期 （ ２００８ 至

今）———体育文化的传承。 它不仅是中国现代足球

从无到有、从“舶来品”到本土化体育项目的见证者，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者，更是伟大中国梦的见

证者。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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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小结

鼓浪屿足球的传入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工具，
更是文化殖民的手段和缓解文化冲突的调节剂。 早

在 １８４１ 年，英国殖民军队就已经占领了鼓浪屿，依靠

修建教会学校、公共体育场等方式传入中国，从最初

的军事训练、娱乐延伸到教会信徒社交，在洋人生活

社区中开展传播。 但随着鼓浪屿国际社区的建立，在
教会学校间、社区中举办比赛，扩大了足球运动在社

区居民中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客观上加速了“舶来

品”足球本土化的速度，足球运动逐渐被国人认识、
喜欢和广泛开展。 鼓浪屿足球的本土化过程，伴随着

西方殖民文化与本土民族精神的冲突与融合，充满了

民族反抗与斗争，建立起以民众意识为基础、以民族

精神为依托、以国家战略为高度的多融性民族体育文

化。［３］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鼓浪屿构建起以校园为

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群众为传播媒介，以赛事为载

体的“新校园足球结构发展体系，而“举国体制”促进

了鼓浪屿足球竞技体育文化的形成。 鼓浪屿足球文

化的历史传承不仅是中国现代足球从无到有、从“舶
来品”到本土化体育项目的见证者，更是中华民族精

神的传播者。 鼓浪屿足球不断创新发展，在以“市队

校办”为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构建“一体四教”的“体
教融合”联合型人才培养新模式。 鼓浪屿足球文化

的深耕研究，对全面地了解西方现代体育的本土化演

进、传播和发展路径有较为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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